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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17 至 19 世纪时造访北京（朝鲜称之为

“燕京”）的李氏朝鲜（1392—1910）译员与使

节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与游记，我们阅读这

些材料通常只是为了了解他们所见到的清代中

国（1644—1911），特别是从北京、热河、避暑

山庄一直延伸到鸭绿江边境的京畿地区。
[2]

与之

不同，夫马进（Fuma Susumu）等学者近年来则

使用李氏朝鲜时期的资料重新审视造访日本的

朝鲜使节的记述。这使我们了解了日本在德川

时代与朝鲜的接触，当时江户幕府与清政府还

没有直接的联系。
[3]

在近代早期，朝鲜语译员与海外闽南语、

粤语、越南语、暹罗语译员一样，能够利用既

有的朝贡关系网来发展地区性知识、技术与联

络网。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被建构的疆界

正借由这些网络而得到界定、形塑和维持，而

这些译员也因而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

在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时代

到来之前，由这些中介者而得以联接的文化、

帝国、地理与学科疆界塑造了早期现代的东亚

世界。
[4]

另外，我们也往往错误地认为李氏朝鲜的

儒士皆是宋代（960—1280）程朱理学的热切

宗奉者。直至 20 世纪，这一由程颐（1033—

1107）、 程 颢（1032—1085） 和 朱 熹（1130—

1200）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在教育和文化上仍被

视作正统。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

大概是因为当下许多学者看到了李氏朝鲜时期

“道学”的兴盛、哲学与道德思想的发达，便不

加批判地看待其程朱之学。夫马进已经论证，

李氏朝鲜于 1748、1764 和 1811 年造访日本的

使节已经注意到“古学”在当时的兴起。同时，

一些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节也看到，清代士林中

兴起了“汉学”，学者们以新兴的“小学”方法

去对待儒学经典。
[5]

朝鲜朝臣金正喜（1786—1856）（见图 1）

出身两班贵族，科考及第跻身传统的统治精英

阶层。对于将“宋学”视为正统的通常观点，

他可谓一个饶有兴味的反面例证。1811 年，朝

鲜使节从日本返回汉城，金正喜从他们口中得

闻德川学界的新潮流并为之赞叹，而且当时正

值金正喜自北京之行（1809—1810）返回不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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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正喜（1786—1856）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中国与朝鲜的政治形

势皆纷纭复杂。各种非法朋党遍布朝廷与地方

政府，朝鲜两班与清朝的文士不得不在重重政

治险境中实践他们的理想。理想地说，朝鲜的

两班家族与清朝的文士家族能够代表公平分配

社会资源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另一方面，两班

与文士群体不凭靠亲族关系在社会上形成的各

种政治组织却皆被目为非法。

朝鲜与清朝重视亲族群体，其原因不难理

解。儒家信仰可谓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日

常实践形式，这种信念将亲族关系作为公共道

德（即所谓“公”）的基础并以之促进国家的繁

荣。这种理念在程朱理学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强

调。西方社会学所谓国家力量与家族势力此消

彼长之说，在此并不适用。1990 年之前，朝鲜

与中国家族中都没有出现标举个人或自我（即

所谓“私”）来对抗国家的情况，其社会演进皆

源于政府及其精英群体之间的“公共性”互动。

不过，清朝与朝鲜的公共理想也曾被小集团的

“自私”所冲淡。
[7]

金正喜在 19 世纪朝鲜两班学者中影响甚巨，

以拥有弟子三千（与孔子一样）而闻名于世。

改革派的“北学”在世纪之末成了一个力主

“西化”的团体，金正喜当时即是北学的领袖之

一。然而，金正喜身上交叉并纠结着两种身份：

他既与北学派有着政治关联，同时也身为两班

家族的内部成员，是朝鲜皇室官员世系中的一

分子。这种冲突的政治关系——也即家族世系

（lineage）与政治派系（faction）的对立——在

王室嬗递之际尤为常见，并非当时之特例。
[8]

就澄清对李氏朝鲜之儒士的误解而言，金

正喜与清朝古典学者的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

线索。例如，他在 24 岁时随团出使燕京，见

到 了 翁 方 纲（1733—1818） 和 阮 元（1764—

1849）。众所周知，18 世纪晚期，得益于乾隆

（1736—1795）时《四库全书》的编纂，许多古

代数学佚书重见天日。这些书籍的发现并不局

限于清朝内部，但朝鲜和日本在保存中国佚书

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9]

阮元重新刊刻了朱世杰（1270—1330）的

佚书《算学启蒙》，其所据版本为金正喜回国后

在朝鲜找到的 1660 年本。该本以明代早期某本

为底本，于 1433 年作为教科书进行翻印。《算

学启蒙》及其一元未知数算法“天元术”还曾

传至日本，在 17 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

表明，19 世纪晚期李善兰（1810—1882）的有

限离散级数求和法“垛积术”受到了日本关孝

和（1642—1708）《括要算法》（1712）的启发。

《算学启蒙》在中国重刊之后，通过宁波与长崎

之间的贸易路线传到了日本，而关孝和的发现

即以此书为基础。后来，李善兰又参与将罗密

士（Elias Loomis）的《代微积拾级》（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和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的《代数学》（Elements of Algebra）译

为文言文。
[10]

朱世杰此书最早于 1299 年刊于扬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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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筹而非方程的方式描绘了基础的多项式代数

（在 19 世纪前期，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准确地称之为“四元术”）。其第一部分介绍了

关于加法乘法和转换、差分法、等价性和比例，

以及面积和体积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面积和

体积、微分比率和均分法；最后一部分提供了

分数运算、盈余和不足（盈不足术）、正数和负

数的制表、五阶以内数值方程求根的方法。
[11]

19 世纪前期，几位朝鲜使节曾留驻北京。

当时，阮元在国子监担任高官，力主汉学，而

他自己也有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其关于古代

科技的作品《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得到了乾隆

皇帝的关注。金正喜于 1801 年与阮元会面，后

来又将《算学启蒙》的朝鲜版寄给阮元，而阮

元则将他自己的许多作品送给金正喜，其中包

括卷帙浩繁的《皇清经解》。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阮元等人非常关注朱世杰在宋元时期

“天元术”算法传统形成中所起的作用。1839

年，阮元刊印了这部作品；1871 年，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又进行重刊，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

书被认为是对于掌握现代代数学非常重要的一

部著作。
[12]

另外，戴震（1724—1777）曾为四

库全书的编纂而校勘了“算经十书”，于是，秦

九 韶（1202—1261）、 朱 世 杰、 李 治（1192—

1279）等人的著作昭于天下，而清朝武英殿则

曾刊印“算经十书”中的七部。

清代中国、李氏朝鲜与江户日本在近代的

文化关系仍有待发现，而在传统数学、天文学

与医学等领域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展现朝鲜长

期以来在近代东亚文化互动中的中心地位，以

及经学与数学如何通过朝鲜而流通于中国与日

本之间。就此而言，我们刚刚踏上探索之路。
[13]

以下我将评述金正喜作为一位博学之士的事业

历程。

从李氏朝鲜到清代中国：朴齐家的影响

金正喜来自七世为官的缙绅世家，其名

声之初起，亦皆因其两班门第。朝鲜英祖

（1724—1776 在位）的第二任妻子贞纯王后便

是金正喜的直系亲属。金正喜养母的一位族人

（金正喜的表兄弟）后来成了朝鲜高宗（后称光

武帝）的祖父。1800 年，金正喜 15 岁时与出身

名门望族的闲山李氏缔结婚姻。同年，朝鲜正

祖逝世，因新王年幼之故，先王之妻贞纯王后

垂帘听政。金正喜的父亲受益于与贞纯王后的

亲族关系，得以历升高阶。职是之故，金正喜

于 1809 年得以成为陪同朝鲜朝贡使团造访北京

的二十四名青年之一。1809 年至 1810 年之间，

他在中国留驻近六个月，而且很快引起了清朝学

者的注意。
[14]

金正喜天赋异禀，自 7 岁起渐以书法闻名

朝鲜。对经书的熟稔和书法上的天赋使他很快

在清廷结交了诸多汉学文士，并得到了阮元与

翁方纲的器重。嘉庆皇帝（1796—1820 在位）

在大学士朱珪（1731—1806）及其他朝臣的帮

助下扳倒宠臣和珅（1750—1799）（见图 2），正

发生在这次 1810 年使团来访的十年之前。
[15]

18 世纪 90 年代，和珅兼任军机大臣与大学

士。他自 1785 年正式统领密记处，从认罪的高

官手中收缴“议罪银”；另外，当时普遍的地方

腐败阻断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和珅据说也曾

非正式地担任这种腐败现象的监督者。
[16]

金正喜在北京结交的友人扩展了他的文

艺与学术声誉，而许多人知晓其名则仅在他

1840 年遭流放之后。这其中有庄受祺（1810—

1866，1839 进士）、赵振祚（1835 进士）、张穆

（1805—1849）。前两者来自江苏常州，此地在

18 世纪后 20 年间正是抵抗和珅的中心；后者

则对顾炎武（1613—1682）治国之学倍加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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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喜在一封寄往朝鲜的信中叙述说，乾隆皇

帝早年是一位英明之君，但待至世纪之中的太

平之世，本有可能媲美汉唐盛世的乾隆之治却

进入了和珅时期，是为一大污点。
[17]

图 2 和珅（1750—1799）

金正喜钦佩中国与朝鲜的治国之士，还于

北学名士朴齐家（1750—1805）（见图 3）门下

膺受教导。金正喜还未任官职之时，坚持跟随

朴齐家研治北学，并撰文批判程朱道学的僵滞

严苛。他还寻访钻研朝鲜古代石碑，并尤以辨

识考证“北汉山真兴王巡狩碑”而著名（真兴

王为新罗中古时期国王，约 540 年至 576 年在

位）。在赴京之前，金正喜于 1809 年通过了生

员考试，位列甲等。
[18]

朴齐家并非像金正喜一样出身贵族，而是

身为庶出之子，无缘两班地位；但在 18 世纪后

期，他以经学研究而自著其名。朴齐家师从另

一位北学名家朴趾源（1737—1805），后者曾于

1780 年来到中国，撰有《热河日记》，亦曾论

述中国的文化、艺术与环境。朴齐家于 1778 和

1790 年两赴中国，返回朝鲜后，于 1778 年供职

于奎章阁。（金正喜于 1801 年回国后也供职于

奎章阁，该机构为朝鲜正祖 [1776—1800 在位 ]

所设立，是朝鲜王朝的皇家图书馆）。
[19]

图 3 朴齐家（1750—1805）

陈鳣（1753—1817）（见图 4）出身江苏省

海宁府，为 1799 年举人，但未通过 1801 年北

京顺天府的会试。据其记述，1801 年，他在北

京南城的琉璃厂书肆偶遇时任朝鲜检书官的朴

齐家。与陈鳣一样，朴齐家亦是一位著名的藏

书家，当时正与同僚柳得恭（1748—1807）在

琉璃厂寻览书籍。那一日，陈鳣的好友钱坫

（1744—1806）也同去书肆。钱坫是嘉定人，为

钱大昕（1728—1804）之侄，研习金石铭文，

工篆书，与邓石如（1743?—1805）相颉颃。陈

鳣、钱坫这两位中国士人与朴齐家、柳得恭这

两位朝鲜官员趣味相投，一见如故，皆对新的

考证训诂之学抱有兴致。
[20]

此四人碍于语言隔阂，以笔墨交流神会。

而且，陈鳣不仅提到了朴齐家 1801 年之前所

撰《贞蕤稿略》，而且加以校订，为之撰序，于

1819 年左右在中国刊刻。
[21]

李德懋（1741—

1793）与朴趾源皆激赏朴齐家之诗，先前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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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诗集撰序，序文也在此时被陈鳣收录。这

两篇序文皆称朴齐家文章遒劲有力，因其师法

古贤（“为文章如之何，论者曰必学古”）。陈鳣

亦钦佩朴齐家，并与之兴趣相合。他自谓“从

事于声音文字训诂，已历多年”，而“今阅检书

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22]

。

图 4 陈鳣（1753—1817）

朴齐家的文章展现了他对考据之学的精通

熟稔。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考据之学席卷

清代中国、江户日本和李氏朝鲜，成为经学界

的前沿显学，文字、音韵与训诂之学广受推重，

而陈鳣在序文中即称朴齐家“发明古学，贯通

六艺”。朝鲜正祖于 1792 年组织了著名的“文

字策问”，集中讨论“六书”问题，而朴齐家

即是对策者之一。陈鳣还曾评价说，朴齐家的

“考古证今”直追顾炎武，而后者当时正蜚声于

朝鲜学林。在序文中，陈鳣称，刊印朴齐家的

“考证之作”，将使人们“咸知崇实学尚风雅，

无间于绝域遐陬”
[23]

。

朴齐家在阐述其治国思想时叙说了朝鲜科

举考试的困境，以及两班贵族社会地位的下降。

同时，柳得恭亦曾强调政制与社会的“沿革”，

而朴齐家则控诉称，两班贵族垄断科举，道德

堕落，已经引发了朝鲜王朝之中一发不可收拾

的朋党分裂局面——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种局

面后来恰恰使金正喜遭遇困厄。精英阶层对他

们自己的社会期望感到沮丧，而这也间接影响

了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两班贵族坐享朝廷薪

俸，不勤于政务，而社会下层拒绝从事工商业

（“上不及于仕宦，下不及工商”）。朴齐家等人

针对此状况而倡导一种彻底的新型农业政制：

以改善农民生活来吸引不务正业的文武举子安

于农耕。在 19 世纪前期，中国唐代自给自足的

屯田制在朝鲜被认为是值得模仿的。
[24]

有趣的是，朴齐家在其文集中回忆了常州

官员洪亮吉（1746—1809）（见图 5）并对他敬

重有加（见于卷三“行状”与“传”部分）。他

首先赞扬其“小学”功夫，同时评论说，洪亮

吉长于骈文，并继承了《公羊传》的褒贬传统。

这些评论表明，洪亮吉将“比事属词”的文学

措辞传统与孔子编订《春秋》的历史褒贬传统

结合了起来。最后，朴齐家描绘了洪亮吉在乾

隆至嘉庆的几年之间（1796—1799）抗击政治

腐败的努力。而我们前面也曾看到，金正喜也

曾在后来论及和珅这位声势煊赫的乾隆宠臣。
[25]

图 5 洪亮吉（1746—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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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前期，翰林学士洪亮吉是对抗和珅的

干将之一。1799 年，他以一封著名的奏书激刺

时弊，触怒新皇，险获死罪。洪亮吉幼时从学

于常州庄氏家族，亦娶庄氏女为妻。所以，在

看待洪亮吉在嘉庆初年（1799 年之前，乾隆仍

然在世，仅是“退位”而已）参与反抗和珅势

力时，需要考虑到常州是当时反抗和珅的中心。

洪亮吉那封奏书写作之时，乾隆已经去世，和

珅已被赐死，巨额腐败财产已被没收。当时，

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曾为庄存与（1719—1788）

一部关于《春秋》的著作撰写了序文。朴齐家

在 1778 年、尤其是 1790 年的北京之行中接触

了当朝政治事件，并在返回朝鲜后进行了记录。
[26]

流放中的金正喜

1819 年，金正喜科举及第，受任官职，后

擢升艺文馆检阅与奎章阁待制。随着孝明世子

逝世，倾向保守的安东金氏得势，金正喜等人

则受到压制。金正喜的养父遭流放，至 1834 年

方才返回。朝鲜宪宗（1834—1849 在位）继位

之后，金正喜得以担任行政职位。然而当时，

宪宗年少，其祖母纯元王后垂帘听政；直至

1840 年之前，安东金氏一直执掌朝政，并制造

了 1839 年迫害天主教事件。

1840 年 6 月，金正喜准备再次出使北京之

际，却受宫廷权力斗争所害，被流放至南方一

座岛屿，1849 年方才获允返回。流落南方期间，

他与文艺、与北学、与官宦生活的所有联系都被

切断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遭流放者不在

少数，金正喜的大伯父金鲁永（1747—1807）于

19世纪 90年代曾遭此厄，其时他仍为一家之长；

当时的大学者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

因曾经归信天主教（其兄亦为天主教徒）而不

为朝廷所容，于 1801 年遭流放，至 1818 年

返回。
[27]

1842 年，金正喜在流放途中获悉妻子逝

世，不胜悲戚，作文哀悼，感人至深。1849 年，

他获允归返，但不久之后，宪宗于 1850 年逝

世（据说因为性病），宫廷之中围绕宪宗的牌位

问题爆发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辩论，金正喜受

到牵连，于 1850 年至 1852 年又被流放至北地。

这两次流放途中，金正喜书法精进，其风格被

称为“秋史体”（见图 6）。他曾在朝鲜乐浪郡精

心钻研西汉隶书，而“秋史”之号也暗指孔子

《春秋》。阮元曾强调以古代碑刻呈现书法从篆书

到隶书再到楷书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金正喜

亦有类似的学术性关注，《阮堂全集》（金正喜一

号阮堂）所载《阮堂金公小传》即称他“金石图

书诗文篆隶之学，无有不穷其源”
[28]

。

图 6 秋史体

1844 年，流落南方的金正喜创作了他最著

名的一幅水墨山水画，《阮堂岁寒图》（常简称

《岁寒图》（见图 7））。从书法到绘画，金正喜皆

可娴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描绘了年岁

将近时的枯寒之景，引人想到南宋与元代的寒

林画——罗稚川（1271—1368）《枯木寒鸦图》

（见图 8）即为此类绘画的典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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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罗稚川《枯木寒鸦图》

金正喜将《岁寒图》赠与其最忠实的弟子

李尚迪（1804—1865），以感谢他的情谊。李尚

迪身为译员，常有机会前往北京，曾前后往返

中国达十二次。在金正喜流放期间，他曾自北

京带回诸多卷帙（或许淘自琉璃厂书肆）并寄

给自己的老师。对一位流落远方的人来说，这

些书籍弥足珍贵。这些书中有魏源（1794—

1856）（见图 9）于 1821 年至 1826 年为时任江

苏布政使的贺长龄（1785—1848）编纂的《皇

朝经世文编》与恽敬（1757—1817）的《大云

山房集》。恽敬也是常州文士，文章综括国政、

经学与诗文，与张惠言（1761—1802）同为阳

湖古文派创始人。
[30]

图 9 魏源（1794—1857）

这幅《岁寒图》以简寥的笔墨勾勒出一所

陋室，其四周有几棵大树，两棵为铁干虬枝的

老松。在元代，汉族文人无法担任官职，而这

种风景题材恰在当时在“开花结果”。自南宋后

期开始，无法施展抱负的文人逐渐为其自我表

达找到了一条成熟而微妙的途径。这些文人在

聚会之时常常在绘画中表现对隐士理想的崇慕，

借由对茅屋陋舍的白描而表达出一种象征意义。

此类水墨山水画既体现了技法的师承渊源，亦

透露着画者内心的律动，于形式与内容皆有创

获。金正喜在坚持道德操守的同时表现了安贫

乐道的精神，传达出他所面临的矛盾困境——

他并不仅仅是有志不遂，而是被迫放逐，不得

图 7 岁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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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隐遁远方。
[31]

人们欣赏中国元代隐居之士的画作时，常

会想到元朝统治给文人带来的困厄：宋代以科

举考试为基础的选贤制度虽然在元代偶尔被统

治者模仿，但整体而言，科举的规模自 1240 年

至 1368 年已大大萎缩，而元代隐士画作上所

题诗文，也常见愤懑的政治抗议与归隐的志愿。

罗稚川等人的寒林画总是以树喻人，而松柏则

常被作为友情的象征。事实上，他们援引的是

孟子以贤君为“乔木”的著名说法。
[32]

在这幅

《枯木寒鸦图》中，罗稚川将乌鸦呈现为“耿

介”的禽鸟，在其中寄托了遁世的隐痛。
[33]

身为两班贵族，金正喜虽然遭逢困厄，却

可以借由“中国—朝鲜”文化而对自己的命运

有清晰的把握。当时的朝鲜皇室滥用权力，贤

能常常遭遇不公的待遇。我们还可以看到，前

文所引朴齐家《贞蕤阁集》的书名亦是以松为

题。另外，金正喜在给李尚迪的一封书信中还

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松柏

是贯四时而不凋者 , 岁寒以前一松柏也，岁寒以

后一松柏也，圣人特称之于岁寒之后。
[34]

金正喜于《岁寒图》上题文赠与李尚迪，

以表感激。李尚迪虽仅是一名译员，诗作与书

法却十分出众，屡获清朝文士嘉赞。1845 年，

他携《岁寒图》来到中国，将之示予新结识的

常州文士，如庄受祺与赵振祚。获知金正喜遭

遇流放之后，十六位中国文人作文题跋，以示

敬意；李尚迪将之与画作一同辑录，创制了一

卷带有政治抗议色彩的艺术卷轴。李尚迪回国

后，许多朝鲜文士亦为之题作诗文，造就了一

件汇集绘画、诗文、书法的艺术作品，表达了

沉默的抗议。
[35]

李尚迪返回朝鲜后亦曾将画作与所辑题跋

呈示金正喜。这些题跋作者中，常州文士尤其

对金正喜所遭不幸深深叹惋，并往往通过述及

政治生活固有的危险加以劝慰。庄受祺在 1844

年的题跋中自称来自常州阳湖，并祝福金正喜，

希望他能够不断创作绘画以激励后人。赵振祚

则描述了《岁寒图》中高拔而静默的松树：

恒人竞华秀，

君子崇本质。

树无百年计，

豪举诚何益。
[36]

阳湖古文派主要来自阳湖与武进两县，而

常州词派在中国更是闻名遐迩。阳湖派与安徽

的桐城派皆力主宋明古文，而宗奉汉学的学者

却倾向于骈体文。19 世纪前期，金正喜还结识

了几位治今文经学的学者，如庄述祖（1750—

1816）、张惠言、刘逢禄（1776—1829）等。
[37]

恽敬是常州庄氏文人的挚友，其文章多涉

公羊学与今文经，并影响了鸦片战争（1839—

1842）之前几位重要经学家如龚自珍（1792—

1841）与魏源的治国思想与今文经学。金正喜

后来的“学术变”思想，正借鉴自这些理论。

龚自珍与魏源皆于北京从学于刘逢禄，而后者

则是庄存与的曾外孙。恽敬熟读经史，其家族

也久以文章而著称于世，然而他却未任高官，

官仅至江西南昌府吴城同知，1814 年遭劾，卸

职闲居。
[38]

恽敬著有《三代因革论》八篇，别开生面

地将古文与今文经结合在一起，以前者为政治

表达之途径，以后者为制度变革之景象。他以

三代制度的渐次更革为理论前提，力图唤起圣

贤的改革精神。清代文人与当时的朝鲜文人一

样，往往将义理、政治、文学诸方面加以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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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恽敬此文堪称典范。其开篇即表明，

思想变革蕴含于《公羊传》与古文之中：

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罫之

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

者，圣人之法也。

“合乎人情”一语回响着 18 世纪后期对人

之情志的重估。在这八篇文章之中，恽敬叙述

了《公羊传》理想化的夏商周“三世”，并引述

了圣人所带来的制度沿革，以之证明与时俱进

的制度变革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39]

《毗陵文录》收录了董士锡（1782—1831）

的《庄氏易说序》，终于在 19 世纪 20 年代通过

文学选集的方式使庄存与的经学闻名朝野。后

来，魏源还曾论及庄存与对抗和珅之事，以及

其《易经》研究。常州庄氏文人继承发展了更

早的综合文章与治国两者的趋向。董士锡亦是

常州文士，治汉学。在《庄氏易说序》中，他

描绘了庄存与在乾隆最后十年的动荡中对朝政

所产生的影响：

其为文辩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

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

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

巨汇也。
[40]

在 19 世纪，文人团体不断涌现，而阳湖古

文派可谓开先声者，其中许多学者于文学与经

学皆有造诣。张惠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文体家，

恽敬则是崇慕古文的一员干将。阳湖派与其他

地区的许多文人亦有来往，从而产生了一个影

响深远的文人群体。他们于文章政事有着类似

的关切，对和珅时代的弊病都十分留意。阳湖

派的美学气象也十分阔大，汉宋之学皆被囊括

在内。

常州派的文学与政治传统可以远溯至黄

景 仁（1749—1783）。 该 派 文 人 还 包 括 赵 怀

玉（1747—1823）、洪亮吉、刘逢禄、庄绶甲

（1774—1828）、李兆洛（1769—1841）等，他

们皆活跃于 18 世纪后期与 19 世纪前期。与张

惠言、恽敬一样，他们都将常州的政论、文学、

今文经学传统灵活地加以融合。通略言之，对

于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种作用，常州文人

的观点经历了一场改变，而庄存与的公羊学与

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即是这场转变的一部分。我

们并不能断言这些今文经学的早期形式就带来

了这场转变，不过，公羊学的确确证了汉宋

之争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学变革。而且，那些

前往北京的使节也使这些思想潮流来到了朝鲜

王朝。

对于此种文学与经学新趋势的汇融，我们

可举张惠言为例。在他看来，词这种文学形式

亦可承载“微言大义”，心系天下的词人以之隐

晦地表达对时事的批评。词是一个文人表达价

值与情感的恰当形式，它要求作者淹博于经籍，

因而类乎辞赋，又要求体式之复杂，因而类乎

古文。因此，张惠言认为词可以涵纳对政治事

件的直接批评。既然《诗经》与《春秋》作为

“比事属词”的诗文直接展现了周朝之古典价值

的衰亡，词人因而也可以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付

诸比兴寄托；既然许多士大夫在过去确立了一

种强调社会担当的写作传统，当代作者也可以

对现实进行批评，并“代圣人立言”。
[41]

四、尾声

金正喜大概对这些中国与朝鲜友人的主

张十分熟悉。他并不遵循程朱道学的泛泛之

论，即那种以宇宙天理来关照人之心性，进而

把握人之价值的恒常性思路。在《学术辩》一

文中，金正喜没有追随丁若镛与朱熹、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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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1529）的形而上学争辩，而是在价值立

场上更接近洪大容的实学。
[42]

金正喜在该文开篇说道：“学术之在天下

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

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然而，少数的新

派学者终将取代老派，对新学术的抵制也终将

消退。有趣的是，一旦新学术被体制化，新一

轮变革也成为必需。这种思想革易的理论可以

于历史中得到确证，例如，经过战国争雄、《春

秋》沦丧的时代之后，五经的价值又于汉代得

以确立。
[43]

在金正喜看来，周代的经典虽于汉代得以

制度化，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挑战，是为

“学术之一变”。在郑玄（130—200）及东汉经

学之后，唐朝对儒典的整合带来了另一个巨大

转折，但宋代“道学”又起而将“四书”加诸

汉唐“五经”之上，略过汉代传注与唐代义疏

而追溯周代经义，对五经的核心进行重诠。宋

元之后，明朝前期又成为一次学术整合期，朱

熹的学说从边缘而成为经学主流。就此而言，

金正喜论述说，清代与朝鲜两班学者皆出现了

对程朱道学的反动，因对后者的墨守已经成为

学术发展之羁绊。
[44]

在篇幅更长的《实事求是说》中，金正喜

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自汉至清的学术变革。文中

屡次以“一变”来形容文化更替。第一个“一

变”来自于“晋人讲老庄虚无之学”；第二个是

佛学、尤其是禅学的兴盛，中古与两宋学人皆

受其影响。宋儒继而摒弃汉代经学，甚至“引

儒入释”，而其中原因在于，汉儒没有像宋儒一

样将五经的意蕴详加阐发。
[45]

在清代，宋学空虚之弊益显，汉儒之学得

以复兴，正因为“夫圣贤之道在于躬行，不尚

空论；实者当求，虚者无据”。金正喜呼吁，如

今已是摆脱汉宋双方之谬误与偏见的时候了。

学者需要摆脱当时的汉宋之争。“不必较郑、王、

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

户。”
[46]

虽然考证之学在 19 世纪前期仍是一门显学，

却受到了宋学与今文经学的挑战。宋学与今文

经学关切道德与政治，而此二者恰为考据之学

所忽略或摒弃。不过，仍然致力于“道学”理

想的学者却并不完全排斥考据方法。这种综合

论的倾向力图将汉宋之学加以通融调和，因此，

此二者越来越难以保持为两个孤立的学派。阮

元在广州和云贵度过晚年时逐渐专注于哲学主

题，正体现了 19 世纪经学中的张力，而朴齐家、

金正喜等朝鲜学者造访中国时，亦有着同样的

感受。
[47]

整体而言，金正喜将汉学作为经学研究的

一种方法而接受下来。在其《汉儒家法说》一

文中，他描述了三种汉学学统：一是“守师

说”，二是“通小学”（“究其训诂转借”），三

是“明天人之理”。更重要的是，他还描述了治

“小学”的两个切入点：文字（“研六经从文字

入”）与音韵（“研文字从声形入”），以及三种

汉学的“释经之体”：“以经解经”、“以字解经”

与“以师说解经”。汉儒家法对经学研究十分重

要，“家法精，经学明；家法弃，经学废”
[48]

。

金正喜还认为，汉儒之法是证明古文《尚

书》之真实性的最佳方式。他还曾辨析古代典

籍中的“理”字，以表明朱熹将后起之义附入

该词的做法是可疑的。而且，在金正喜看来，

朱熹实际是以佛解《论语》——“此释氏论语，

非孔氏论语者”
[49]

。

就金正喜对经世治国之学的兴趣而言，我

们需要注意到，他也曾目睹鸦片战争的发生，

而且读过魏源为应对外国侵略而作的《海国图

志》。前文曾提及，金正喜曾读到魏源自 19 世

纪 20 年代起编纂的国政文集。在他看来，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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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驳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

1777）的文本训诂之学而为汉学开启了新的方

向，而其汉学染上了今文经学的色彩。
[50]

金正喜赞赏魏源“不守训诂空言”的做法

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他看来，魏源十分

及时地展示了外国势力的威胁（尤其是大英帝

国），而其中也可见出当时外国势力与先前传教

士的不同。英国所绘地图之精细，已经“非南

怀仁坤舆全图之比，又非中国皇舆全图之可与

据议”。显然，魏源 1842 年所传达的世界新图

景，已经远远超越了早先的耶稣会士。
[51]

在金正喜看来，《海国图志》弥足珍贵，其

中记录的制船技术可供朝鲜学习。在 16 世纪，

中国曾以火炮应对倭寇的侵扰，然而英国威胁

却突如其来，中国与朝鲜皆未做好应对的准备。

金正喜说道，不知中国此次遭受英国侵略，与

曾经的倭寇之事是否类似，也不知西方的威胁

还将持续多久；虽然这种威胁“以所传闻之世

见之，则不过纸上空言”，但若“以所见之世见

之”，则魏源所传达的信息必须严肃对待。
[52]

金正喜及其同侪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自觉地

开始离开他们尤为熟悉的 18 世纪近代世界。这

其中包括对东亚的区域性世界的理解，以及承

受“第一波”西方宗教与技术的到来（借由耶

稣会士、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

开始意识到一个更为现代的世界：西方的坚船

利炮，世界各国的竞逐挑战了清代中国在东亚

的统治地位。不过，金正喜并没有预测到中国

“衰落”的未来——先是败于大英帝国，继而败

于崛起的日本，而且后者还于 1895 年侵占了朝

鲜和台湾。
[53]

魏源与金正喜当然无法像我们一样知晓他

们身后的世界，不过，他们却会在 1842 年之后

看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众多可能，而我们却

会被鸦片战争耀眼的历史所遮蔽，无法对之加

以体会。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深远，1842

年首刊时共五十卷，1847 年扩增至六十卷，

1852 年第三版（终版）时已达一百卷，而金正

喜很可能读过全部三版，从而知晓世界形势如

何日新月异。

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热河、江户、大阪

等地并结识了众多朋友，而我们则可从中看到

一个初具规模的东亚社会文化世界；经学、文

学、政治与艺术在这个世界中相互交织，同时，

近代东亚贸易（可谓正处于“白银时代”）也

促进了东亚的社会文化联系。金正喜作为一名

“中介者”的角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后乾

隆时期”中国文人与朝鲜两班贵族的政治意识，

而通过关注朝鲜文人如何回应新兴于清代中国

与江户日本的经学潮流，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

解朝鲜王朝的文化史与思想史。

（时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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